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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基于个人-家庭平衡的视角 

何文炯 张雪 刘来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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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参与是促进老年心理健康、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行动方案。基于个人-家庭平衡的视角，利用

2015 年和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通过潜在类别模型将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分为个人中心型、

家庭中心型、平衡型和低参与型四类。分析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1)相比低参与型和

家庭中心型，个人中心型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但是这个改善效应尚不足以影响老年人抑郁与否的结果；

(2)个人中心型对农村老人的抑郁程度改善效应更加显著，家庭中心型的城镇老人比低参与型更容易陷入抑郁；(3)

相比低参与型的老年人，个人中心型显著降低了中龄老人的抑郁程度，家庭中心型和平衡型的低龄老人表现出了更

高的抑郁概率。研究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探索更具健康改善效应的模式，有助于为促进老年社

会参与的政策实践提供参考，从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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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心理健康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愈加深刻的影响，受到学界和社会越来越

多的关注。寿命延长带来了老年人普遍的心理健康受损，12022 年发布的《“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中明确将心理健康问题

日益突出作为老龄事业的形势挑战，并从多个方面强调了老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社会参与被视为促进老年心理健康、提高其生

活质量的重要方式。从空间性来看，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是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的两大领域。2 退出劳动力市场以后，老年人从

规范性较强的职业角色中退出，转而进入到一些规范性较弱的角色，如志愿者。在家庭中，老年人可能需要同时扮演子女角色和

祖辈角色，即照顾高龄父母和低龄孙子女。老年人的生活重心从工作与家庭为主转变到个人与家庭为主。在时间分配上，老年人

会面临个人生活与家庭照顾之间的选择，3 甚至可能因为照顾家庭的责任而牺牲更加自主的生活方式。因此，老年人在个人生活

和家庭生活中不同程度的参与会形成差异化的社会参与模式。不同模式下老年人的身心经历存在很大差别，心理健康状况变化

因而不同，这意味着这种差异将影响社会参与作为老年心理健康促进手段的效率。 

相比备受关注的在职职工的工作—家庭平衡，老年人在个人—家庭生活之间的冲突与平衡尚未得到重视。老年人参与个人

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各项活动，会形成哪些社会参与模式?不同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将利用“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基于个人—家庭平衡的视角划分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分析不同模式对老年心理健康

的影响，并考察这种影响的城乡和年龄异质性，以期寻找更为有效的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社会参与模式，为实现积极老龄

化、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参考。相比于以往研究，本文的贡献之处在于：第一，拓展了老年人社会参与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

展示了其社会参与更具政策参考价值的衡量方式。尽管已有大量关于老年人社会参与对其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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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将社会参与视为一个整体，讨论是否参与、参与活动数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而社会参与活动具有多样性和同时性，不同类

型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复杂的，这种关系所形成的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是老龄健康研究中被忽视的重要内容。第二，

突破了仅以内容或频率为依据的社会参与模式分类方法。以往研究主要按照活动内容分为工作型、休闲娱乐型、家务型等，或者

按照参与频率分为高、中、低参与模式，并且模式划分及命名具有较强的数据导向性、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本文在个人—家庭

平衡的理论支撑下，综合考虑老年人的活动内容和参与频率来划分社会参与模式。第三，已有研究欠缺对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之

间反向因果问题的考量，我们采用滞后回归模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内生性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一)文献回顾 

1.老年社会参与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老年人社会参与可以从参与社会活动 4、建立社交网络 5、产出社会价值 6、进行资源交换 7等多个角度被定义，这些概念强

调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功能性价值。学界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始终保持高度关注。国外学者已经对此开展了广

泛研究，Crozen 等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参与活动对于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并不一致，如相比于宗教活动明显的抑郁改善效应，

政治参与反而带来了抑郁症状的增加。8同时，社会参与也在经验层面上显示出和老年孤独的高度相关性，Dahlberg 和 McKee就

指出亲友见面频率低、社会活动少、社区融入感低等社会参与缺乏的表现都是老年人社会孤独感的重要预测因素。9Ponce等发现

了社会参与度高往往与老年生活幸福相关，还指出老年社会参与随年龄成倒U型变化的情况。10国内学者也进行了许多相关研究，

张冲和张丹验证了社会参与对抑郁情绪的减缓效应。11陆杰华和汪斌注意到城乡间可能存在的差异，聚焦农村老年人群体，发现

参与体育锻炼和有其他社会参与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明显更好。
12
陈红艳以心理幸福感为心理健康表征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

并发现生命意义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13值得指出的是，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状况和心理健康被证明会同时受到其生理健

康的影响，如 Andrade 等发现听力损失会导致抑郁，减少老年人的社交活动，14Xie 等进一步发现视力损失和视力与听力双重损

失会显著增加抑郁症状的发生。15这意味着我们的分析过程有必要控制老年人生理健康情况。 

这些研究大多将老年社会参与视为一个整体考虑，但复杂而不统一的社会参与概念下产生的种种研究结论间对话难度却很

大，原因在于不同类型的社会参与可能通过不同机制对老年人产生影响。16因此，如果要获得更具普遍性的研究结论，应当将复

杂的社会参与概念划分为更加清晰的模式，进而分析不同社会参与模式的影响。 

2.老年社会参与模式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比之老年社会参与汗牛充栋的文献，目前关于老年社会参与模式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关于模式分类，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三

个思路出发：一是依据社会参与的内容进行分类，如工作型、休闲娱乐型、社会型、家务型四类；17二是按照社会参与的频率分

类，如分为高低两种参与类型；18三是尝试将内容和频率共同纳入考虑，如分为低参与型、中参与型、高参与型、工作型和体力

活动型。19 

对于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是明显不足的，仅有少数文献对此展开了讨论。李月等分析了简单交往型、智

力参与型、健身锻炼型、团体组织型、助人奉献型五种类型的社会参与对我国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发现前四者能够显著降低老年

人抑郁发生风险。20赵涵等同样考虑了不同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抑郁的影响，发现社会活动对老年抑郁的保护作用，而作为经济

参与的农业劳动则很可能成为抑郁的风险因素。21朱荟将社会参与区分为群体交往和自我消遣两类，发现两类参与都可以降低老

人孤独感。22然而，这些研究对社会参与模式的分类仅考虑了社会参与活动的内容或频率，分类和命名大多缺乏理论基础，并且

缺乏对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之间反向因果内生性的讨论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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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 

个体进入老年期以后，是否还要保持积极的社会参与?学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理论探讨。尽管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认为老年人应当退出强调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的社会角色，以更好地适应老年生活，但与此相反，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认为老年人应该积极参与社会，以新的角色取代因退休而失去的角色，通过新的参与来改善社会角色中断而引发的消极

情绪，从而缩短与社会的距离。23这与联合国“积极老龄化”战略相适应，强调老年人社会参与是其合理权利，应该得到保障和

支持。 

在不同的环境和空间中参与社会活动时，多样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会赋予老年人多种社会角色，这是角色理论(Role 

Theory)的核心观点。在扮演多样化的角色时，个体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并受到相应社会期望的规训，而这些期望之间可能会发

生冲突，Katz 和 Kahn 由此提出了角色冲突理论。24角色冲突的一种典型表现是工作—家庭冲突，指来自工作和家庭生活领域的

角色压力不相容所造成的冲突，25主要表现为基于时间、压力和行为的冲突。26 

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而言，角色冲突更多地表现为家庭生活领域和个人生活领域之间的冲突。在社会参与框架下，老年人同

时承担着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规训下的家庭角色和在家庭领域外满足自身其他发展需求的个人角色，两种角色间的冲突程度受

到角色期望不相容程度、角色期望重要性差距、个体扮演角色的能力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27Arpino 和 Bordone 发现一旦隔代照

料成为定期任务则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就会减少；28Bulanda 和 Jenderk 则发现照料同住的孙子女的老人会减少志愿服务行为，而

不同住的老人则会增加志愿行为；29Ho 认为祖父母会在孙辈刚出生时增加经济参与，当孙辈数量增加时则会减少劳动供给，30这

都体现了家庭取向活动的责任程度对老年人个人取向活动的影响。个体在面临角色冲突时选择一系列行为策略其实就是在发生

冲突的角色间寻求平衡的过程，因此，老年人选择的社会参与模式可以看作其在个人和家庭角色的平衡中做出的行为决策。已有

研究对老年人面临的个人和家庭之间的活动平衡有了一定认识，谢立黎等明确提出了“个人—家庭平衡”视角下老年人的社会

参与模式。31本文也将基于个人—家庭平衡的视角，根据老年人在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两个领域的活动参与情况来划分社会参与

模式。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5 年和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该调查由北京大学组织实施，采用多阶段分层

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 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个人和家庭，覆盖全国 28个省 150 个县 450 个村社。2015 年和 2018 年的追踪调查

共获得 20999 个老年人个体观测值，本文对数据做了如下处理：(1)删除心理健康和社会参与缺失的观测值；(2)由于本文聚焦

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因此剔除年龄低于60岁的观测值。最终，本文得到 6412个研究观测值。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统计 

因变量是老年人心理健康，通过其抑郁程度和抑郁与否来表征。CHARLS 数据采用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量表简表测量抑郁程度，该表共计 10题，题目主要询问被调查者上周出现以下感觉及行为的频率，包

括：(1)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2)我在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3)我感到情绪低落；(4)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5)我对未来

充满希望(反向问题已转置);(6)我感到害怕；(7)我的睡眠不好；(8)我很愉快(反向问题已转置);(9)我感到孤独；(10)我觉得无

法继续我的生活。答案包括“很少或者根本没有(<1 天)、不太多(1～2天)、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3～4天)、大多数的时间

(5～7天)”,分别赋值 0～3分，加总后分数越大代表抑郁程度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差。另外，CES-D10 量表在临床使用过程中

已经有较为明确的切点值以判断被调查者是否处于病理性的抑郁状态。本文依过往研究结论，3233 定义“抑郁与否”变量，将抑

郁程度得分≥10的个体定义为“抑郁”,取值为 1,反之则为“不抑郁”,取值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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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是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通过考察老年人参与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中不同活动的组合获得(见表1)。个人生活领域包

括学习社交、个人娱乐、经济参与和志愿活动四类活动，家庭生活领域包括照顾父母和孙子女两类活动，只要参与了对应活动内

容的其中一项，该类活动赋值为 1,否则为0。社会参与模式的划分通过潜在类别分析获得，具体见下文。 

表 1社会参与活动领域划分 

活动领域 社会参与活动 活动描述 

个人生活领域 

学习社交 串门、跟朋友交往、参加社团活动、上学或参加培训课程 

个人娱乐 打麻将、下棋、打牌、去社区活动室、跳舞、健身、练气功等 

志愿活动 
志愿者活动或慈善活动、向非同住的亲友或 

邻居提供帮助、照顾非同住的病人或残疾人 

经济参与 目前从事有收入的工作 

家庭生活领域 

照顾父母 每周与父母联系且过去一年向父母提供现金或实物的经济支持 

照顾孙子女 过去一年花时间照看了(外)孙子女 

 

在选取控制变量时，本研究参考既往研究的做法，考虑了老年人个人和家庭两个层面的特征变量。个人层面控制老年人的人

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自评健康、视力状况和听力状况)、社会经济特征(是否有基本养老金、

是否有基本医疗保险)、基期抑郁程度和基期抑郁与否，家庭层面控制家庭人均年收入、子女数量和是否与子女同住。主要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 

表 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2018 年)  

抑郁程度 6412 8.792 6.587 0 30 

抑郁与否(是=1) 6412 0.387 0.487 0 1 

社会参与活动(2015 年)  

学习社交 6412 0.325 0.468 0 1 

个人娱乐 6412 0.223 0.416 0 1 

志愿活动 6412 0.139 0.346 0 1 

经济参与 6412 0.571 0.495 0 1 

照顾父母 6412 0.059 0.236 0 1 

照顾孙子女 6412 0.487 0.50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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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2015 年) 

性别(男性=1) 6412 0.489 0.500 0 1 

年龄 6398 67.171 5.987 60 105 

居住地(农村=1) 6412 0.645 0.479 0 1 

小学及以下(是=1) 6412 0.790 0.408 0 1 

初中(是=1) 6412 0.142 0.349 0 1 

高中及以上(是=1) 6412 0.069 0.253 0 1 

基本养老金(有=1) 6405 0.628 0.483 0 1 

基本医疗保险(有=1) 6181 0.909 0.288 0 1 

婚姻状态(有配偶=1) 6412 0.825 0.38 0 1 

视力损失(是=1) 6290 0.155 0.362 0 1 

听力损失(是=1) 6303 0.297 0.457 0 1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6412 6.035 5.186 0 17.371 

子女数量 6412 3.297 1.458 1 13 

与子女同住(是=1) 6412 0.500 0.500 0 1 

自评健康(好=1) 6306 0.214 0.410 0 1 

基期抑郁程度 6288 8.352 6.497 0 30 

基期抑郁与否(是=1) 6288 0.357 0.479 0 1 

 

(三)模型设定 

1.潜在类别分析 

潜在类别分析是一种用于识别二分类潜在类别态度变量的方法，34该方法根据个体在外显变量上的联合概率来进行参数估计。

本文的外显变量包括学习社交、个人娱乐、经济参与、志愿活动、照顾父母和照顾孙子女，分别记为 A,B,C,D,E,F。潜在类别分

析模型写作： 

 

其中，i,j,k,l,m,n分别表示外显变量的取值，即是否参与某项活动；τijklmnABCDEF 表示外显变量的联合分布概率；τtx

表示观测数据属于某一潜在类别变量 X的特定类别 t的概率，t=1,2,……T,其中 T为潜在类别变量的类别数；τitA¯x 表示属于

第 t个潜在类别的观测者在 A行为变量上反应为 i的条件概率，其他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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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滞后回归模型 

社会参与模式与健康的研究需要解决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因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行为与健康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35

社会参与是老年人自主选择的行为，相比心理健康状况较差的人，心理健康较好的老年人可能更有意愿和精力参加社会活动，故

老年人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状况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而考察前一期的自变量对当期因变量的影响是解决互为因果影响机制

的重要方法之一，36即滞后回归分析。这是一种能够有效降低反向因果内生性的估计策略，可以更为准确地估计社会参与模式对

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滞后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因变量 Yi,2018表示 2018 年的心理健康，即抑郁程度或抑郁与否；自变量 socworki,2015表示 2015 年的社会参与模式；

Xi,2015 表示 2015 年个人和家庭两个层面的控制变量。系数 β1 是社会参与模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效应，β2 是控制变量的影响效

应，β0是常数项，μi是残差项。 

四、实证分析 

(一)个人—家庭平衡视角下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 

从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出发，老年人各类社会活动的参与比例如表 2所示。在个人生活领域，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最

高，占比为 57.1%,之后依次是学习社交、个人娱乐和志愿活动，分别占比 32.5%、22.3%和 13.9%。在家庭生活领域，照顾孙子

女的比例最高，达到 48.7%,意味着老年人在子女的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照料者角色；照顾父母的比例很小，占比为5.9%。 

为了分析老年人在两大领域的社会参与模式，本文利用潜在类别模型对数据进行多次拟合，结果如表 3所示。我们主要通过

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和 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两个评价指标来选择最佳类别数，两个指标越

小，表明适配度越好。37比较社会参与模式的类别数分别为 2、3、4和 5时的拟合结果，可以发现：当模式划分为 3类和 4类时，

BIC 指数低于其分为 2类和 5类，且二者相差无几；当模式划分为 4类时，AIC 指数远小于其分为 3类，因此，将社会参与模式

划分为 4类的选择是最优的。 

表 3 2～5类潜在类别分析模型拟合优度及选择 

类别数 χ
2
 G

2
 P AIC BIC 

2 379.00 379.00 0.00 50846 50938 

3 143.00 141.00 0.00 50622 50763 

4 80.20 78.60 0.00 50574 50764 

5 48.30 47.60 0.01 50557 50796 

 

基于个人—家庭平衡视角，进一步分析六项社会活动为“参加”的条件概率，依据老年人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领域中相

关角色责任的履行程度，将四种社会参与模式分别命名为家庭中心型、低参与型、平衡型和个人中心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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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四种社会参与模式的条件概率分布图 

四种社会参与模式的潜在类别系数如表 4所示，模式一是家庭中心型。有 36.8%的老年人属于家庭中心型，这类老年人参与

照顾父母和照顾孙子女的条件概率(0.103 和 0.623)都较高，整体高于参加个人生活的条件概率。模式二是低参与型，所占比例

为 39.1%。这类老年人在六类活动中的参与概率都很低。除了个人娱乐活动的条件概率(0.120)居于倒数第二位，其他五类活动

参与的条件概率都是最低的。模式三是平衡型，占比只有 3.3%,这类老年人参与六类活动的概率整体上比较适中。模式四是个人

中心型，占比为 20.8%。这类老年人参加个人生活的条件概率整体高于参加家庭生活的条件概率，参加学习社交和志愿活动的概

率最高，而照顾父母和照顾孙子女的概率相对较低。在四种参与模式中，低参与型的老年人占比最高，其次是家庭中心型、个人

中心型和平衡型，说明老年人整体社会参与率仍然有待提高。 

表 4社会参与状况及其模式的潜在类别系数 

外显变量 模式一：家庭中心型 模式二：低参与型 模式三：平衡型 模式四：个人中心型 

学习社交 0.225 0.209 0.657 0.817 

个人娱乐 0.088 0.120 0.855 0.343 

志愿活动 0.093 0.008 0.191 0.944 

经济参与 0.718 0.344 0.397 0.683 

照顾父母 0.103 0.000 0.112 0.041 

照顾孙子女 0.623 0.272 0.559 0.562 

潜在概率 0.368 0.391 0.033 0.208 

 

(二)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 

1.不同社会参与模式的老年人特征 

表 5 给出了老年人不同社会参与模式的群体差异。个人中心型的老年人抑郁程度得分和抑郁比例最低，分别为 7.999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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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代表个人中心型参与模式下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最好；家庭中心型的老年人抑郁程度得分和抑郁比例最高，分别为

9.104 和 41%,心理健康状况最差；除此之外，平衡型和低参与型的老年人抑郁程度居于中间。相较于 2015 年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状况，2018 年四种模式下的老年抑郁程度均有所深化，抑郁比例都呈现出上升趋势，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加突出。从平

均年龄来看，平衡型参与的老年人最“年轻”,平均年龄为 63.152 岁；最年长的是低参与型老年人，平均年龄达到了 69.565岁；

家庭中心型和个人中心型介于两者中间，均在66岁左右。从城乡居住地来看，在家庭中心型的老年人中，有 77.1%居住在农村，

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三种，说明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活动更多地局限在家庭内部。 

表 5不同社会参与模式的老年人特征(均值/百分比) 

变量 家庭中心型(N=2629) 低参与型(N=2085) 平衡型(N=233) 个人中心型(N=1465) 

抑郁程度 9.104 8.991 8.476 7.999 

抑郁与否 0.410 0.382 0.391 0.353 

年龄 66.064 69.565 63.152 66.382 

居住在农村 0.771 0.522 0.601 0.598 

基期抑郁程度 8.572 8.769 7.286 7.550 

基期抑郁与否 0.373 0.381 0.273 0.307 

 

2.滞后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以低参与型老人为参照组，并出于稳健性的考虑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分析：模型 1～3分析了社会参与模式对

抑郁与否的影响，模型 4～6 则考察了社会参与模式对抑郁程度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6。在模型 1 中，个人中心型老人陷入抑

郁状态的概率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更低，家庭中心型老人相比低参与型老人则更可能陷入抑郁状态。然而这一结论可靠性有待进

一步检查，因为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家庭中心型和个人中心型社会参与模式都未表现出明显的影响，平衡型的老人则面临更高的

抑郁风险。这表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模式并不能改变其病理性的抑郁状态，但这不意味着社会参与模式无法影响老年人的心理

抑郁情况。将老年人按照抑郁与否分组进行描述性统计，并以抑郁程度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个人中心型的参与

模式对于抑郁组和非抑郁组的老年人都产生了显著的抑郁改善效应，家庭中心型的参与模式则在非抑郁组的老年群体中发挥了

积极的心理健康优化作用。然而，这样的影响虽然显著，但对于抑郁量表得分的减少却是微弱的——在抑郁组当中，个人中心型

社会参与模式的系数仅为-0.908,对于这些平均抑郁得分达到 15.717 的老年人来说，这并不足以使其得分跨越 10 的切点值。
38

因此，社会参与模式并未对老年人抑郁与否表现出显著的影响。这提示了在衡量心理健康时关注抑郁得分的必要性，因为二分变

量“抑郁与否”可能会掩盖潜在的抑郁情绪改善效应。 

虽然我们不能得到社会参与模式可以作为抑郁治疗手段的结论，我们仍然可以研究对于老年人来说，其社会参与模式能否

作为一种抑郁程度的缓解手段。模型 4～6的结果显示出了良好的一致性：在所有模型中，采取个人中心型参与模式的老年人比

之低参与型老人的抑郁程度都显著更低。在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个人中心型老年人比低参与型老年人抑郁得分显著降低 0.369,

意味着个人中心型社会参与模式能够缓解老年人的抑郁程度，有利于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 

表 6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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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抑郁与否 抑郁程度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家庭中心型 

0.117+ 0.103 0.101 0.113 -0.016 -0.023 

(0.060) (0.073) (0.073) (0.193) (0.183) (0.183) 

平衡型 

0.037 0.268+ 0.277+ -0.514 0.141 0.165 

(0.142) (0.160) (0.160) (0.454) (0.404) (0.404) 

个人中心型 

-0.124+ 0.031 0.030 -0.992*** -0.367+ -0.369+ 

(0.071) (0.082) (0.082) (0.224) (0.202) (0.202) 

常数项 

-0.482*** -0.397 -0.268 8.991*** 7.575*** 7.990*** 

(0.045) (0.407) (0.428) (0.144) (1.024) (1.07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412 6027 6027 6412 6027 6027 

Pseudo R2/R2 0.002 0.126 0.126 0.005 0.284 0.285 

Chi2 值/F值 13.17 1012 1018 9.893 158.9 132.8 

P 值 0.00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p<0.001,**p<0.01,*p<0.05,+p<0.1;括号内是标准误；因变量为“抑郁与否”时采用 Logit模型，汇报PseudoR2 和

Chi2 值；因变量为“抑郁程度”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汇报R2和 F值。下同。 

为了进一步探讨四种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差异，我们对社会参与模式的参照组进行轮换。模型 7-1 和模

型 7-2 分别以家庭中心型和平衡型为参照组考察了社会参与模式对抑郁与否的影响(见表 7),与上述结果一致，不同参与模式没

有表现出对老年人抑郁与否的显著影响。模型 8-1 和模型 8-2 则探讨了对于抑郁程度的影响。与家庭中心型相比，个人中心型

社会参与模式在 10%的显著水平上将老年人抑郁得分降低了 0.346。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个人中心型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比家

庭中心型和低参与型显著更好。 

社会参与能够提高老年人的目标感、控制能力和整体的自我效能感，从而改善随着年龄增长带来的不利改变和疾病。39相较

于低参与型的老年人，个人中心型模式更能通过参与各种增强身体锻炼、丰富老年生活、扩大社会网络、实现个人价值的社会活

动，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个人中心型的社会参与模式，直接受益者是老年人自身，他们可以自主选择社会活动的形式、内容与

时间，更容易获得正向体验，更有助于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在家庭中心型的社会参与模式下，受益者更多是接受照顾的家庭

成员，如高龄的父母、低龄的孙子女，老年人子女的家庭照料负担也随之减轻。受到传统的道德文化和伦理规范影响，相较于个

人中心型的参与，家庭参与被动性更强，照顾父母和孙子女作为一种社会期望规范着老年人的行为，老年人也将其视为自己的义

务来履行，是一种奉献型、付出型角色。这意味着家庭中心型的老年人比个人中心型整体上受到了更强烈的心理压力而进行社会

参与，这种压力与约束会产生一种负向反馈，削弱了社会参与本身可能带来的积极效应，不利于老年人抑郁程度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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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轮换参照组的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 

变量 

抑郁与否 抑郁程度 

模型 7-1 模型 7-2 模型 8-1 模型 8-2 

参照组 家庭中心型 平衡型 家庭中心型 平衡型 

家庭中心型 

 -0.176  -0.188 

 (0.155)  (0.393) 

平衡型 

0.176  0.188  

(0.155)  (0.393)  

个人中心型 

-0.071 -0.246 -0.346+ -0.533 

(0.077) (0.161) (0.191) (0.404) 

低参与型 

-0.101 -0.277+ 0.023 -0.165 

(0.073) (0.160) (0.183) (0.404) 

常数项 

-0.167 0.008 7.967*** 8.155*** 

(0.415) (0.428) (1.045) (1.07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027 6027 6027 6027 

Pseudo R2/R2 0.126 0.126 0.285 0.285 

Chi2 值/F值 1018 1018 132.8 132.8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三)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对其心理健康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1.城乡差异 

从表 5可以看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情况存在明显城乡差异。同时，已有研究显示了我国老年人心理健康也存在着明显的城

乡差异——农村老年人抑郁情况更为严重。
40
受空巢困扰且缺乏多样娱乐活动的农村老人可能可以通过社会参与获得更好的心理

健康水平，尤其是使其从惯习规训下的家庭责任中得以放松的个人中心型社会参与。因此，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就此展开异质性分

析，通过对老年人的居住地按照城镇与乡村进行分组，更全面地考察城乡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模式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 

从居住地的城乡分布来看(见表8),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中，个人中心型的抑郁得分比低参与型的显著降低 0.586,而不同社

会参与模式对抑郁与否没有显著影响；居住在城镇的老年人中，低参与型与个人中心型、家庭中心型和平衡型三种模式对抑郁程

度的影响则没有显著差异，家庭中心型老年人比低参与型更容易抑郁。这说明社会参与模式对城乡老年人的抑郁状况影响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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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差别，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个人中心型的社会参与模式是缓解抑郁问题更好的选择。 

表 8城乡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模式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参照组：低参与型) 

变量 

抑郁与否 抑郁程度 

模型 9-1 模型 9-2 模型 10-1 模型 10-2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家庭中心型 

0.027 0.247+ -0.236 0.297 

(0.088) (0.136) (0.232) (0.311) 

平衡型 

0.235 0.342 -0.134 0.554 

(0.202) (0.267) (0.533) (0.610) 

个人中心型 

-0.029 0.129 -0.568* -0.095 

(0.104) (0.136) (0.273) (0.298) 

常数项 

0.568 -1.224 10.162*** 5.880*** 

(0.521) (0.747) (1.377) (1.70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949 2078 3949 2078 

PseudoR2/R2 0.110 0.139 0.269 0.285 

Chi2 值/F值 594.0 358.3 85.29 48.31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2.年龄差异 

社会参与模式的年龄差异同样是明显的，且年龄在社会参与行为对心理健康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也已得到验证。
41
因此，

另一个异质性分析来自于对年龄差异的考虑。不同年龄段老人哪怕处于相同的社会参与模式中，其具体参与强度也可能存在差

别，抑郁状况的变化规律也不尽相同，因此本研究也考虑了社会参与模式对不同年龄段老人抑郁状况的影响。 

从年龄段来看，我们将老年人分为低龄(60～69 岁)、中龄(70～79 岁)和高龄(80岁及以上)三组(见表9)。在对抑郁与否影

响的分析中，家庭中心型和平衡型都在低龄组表现出了增大陷入抑郁风险的作用，个人中心型参与并未明显表现出这种作用。而

考虑对抑郁程度的影响，只有个人中心型的中龄老人比同龄低参与型老年人的抑郁程度显著降低了 0.722,其他参与模式在各年

龄段的作用都未表现出明显差别。这说明中龄老年人参与个人生活领域的活动，更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这提醒我们对 70岁到

80 岁的中龄老人给予更多关注，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已经完成了照顾孙子女的使命，并且还拥有足够的身体机能支持他们参与一

些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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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不同年龄组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模式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参照组：低参与型) 

变量 

抑郁与否 抑郁程度 

模型 11-1 模型 11-2 模型 11-3 模型 12-1 模型 12-2 模型 12-3 

低龄 中龄 高龄 低龄 中龄 高龄 

家庭中心型 

0.156+ -0.053 0.515 0.080 -0.333 0.284 

(0.090) (0.138) (0.392) (0.224) (0.346) (1.028) 

平衡型 

0.349* -0.343 - 0.380 -2.269 5.005 

(0.170) (0.702) - (0.425) (1.609) (5.658) 

个人中心型 

0.074 -0.081 0.114 -0.285 -0.722+ 0.512 

(0.101) (0.157) (0.464) (0.246) (0.390) (1.157) 

常数项 

0.456 0.435 4.047 9.475*** 7.137+ 14.094 

(0.872) (1.696) (4.911) (2.151) (4.240) (11.33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232 1553 241 4232 1553 242 

Pseudo R2/R2 0.129 0.152 0.065 0.293 0.302 0.165 

Chi2 值/F值 729.8 318.2 20.20 96.84 36.84 2.440 

P 值 0.000 0.000 0.264 0.000 0.000 0.001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个人—家庭平衡的视角，本文根据老年人学习社交、个人娱乐、经济活动、志愿活动、照顾父母和照顾孙子女六类社会

活动的参与情况，采用潜在类别模型将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分为个人中心型、家庭中心型、平衡型和低参与型四类，分别占比

20.8%、36.8%、3.3%和 39.1%。通过滞后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不同

的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个人中心型老年人比低参与型和家庭中心型的抑郁程度分别低 0.369

和 0.346,个人中心型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比家庭中心型和低参与型显著更好，但是这个改善效应尚不足以影响老年人抑郁与否的

结果。(2)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效应存在城乡差异。对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而言，个人中心型的抑郁程度比低

参与型的显著更低；居住在城镇的老年人，家庭中心型比低参与型更容易陷入抑郁。(3)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存

在年龄差异。只有在中龄老人中，个人中心型的老年人的抑郁程度比低参与型显著降低了 0.722;在对抑郁与否的影响中，家庭

中心型和平衡型的低龄老人表现出了更高的抑郁概率。 

老年人从正式的劳动力市场退出以后，必然面临着个人生活与家庭生活参与的交织和重叠。不同的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人

心理健康的影响是不同的，并且这些影响存在异质性。我们对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宽泛地提高参与率上，还

应当重视其社会参与模式的优化。42从仅考虑老年人社会参与强度到综合考量社会参与模式和质量的转变，是新时期积极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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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要求。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增加社会化的照顾服务供给，减小家庭照料负担。在四种社会参与模式中，个人中心型参与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

促进作用最为积极。而将近 40%的老年人相比于个人生活更倾向于承担为父母或孙子女提供照料的任务，形成了家庭中心型的社

会参与模式，社会参与的心理健康促进作用未能充分发挥。除了家庭责任和个人偏好外，社会化的照顾服务供给缺失是这种模式

形成的重要社会原因。因此，有必要增加社会化的照顾服务供给，减轻老年人的家庭照料负担。针对高龄父母，完善长期照护保

障制度，为失能老人提供长期照护服务，减轻老年人照顾高龄、失能父母的压力。对于低龄孙辈，增加儿童照顾服务供给，尤其

是针对 0～3岁儿童的托育服务。 

第二，充分发挥社区和村集体作为社会参与的平台作用，提高社会活动的可及性。作为老年人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社会参

与的主要平台，社区和村集体可以组织开展各项文化娱乐、志愿服务活动，还可以开展诸如电子设备使用等技能类课程、社会热

点介绍等知识类课程、体育艺术指导等兴趣类课程，充分发挥其平台作用，让老年人能够在熟悉的生活区域寻找到符合个人旨趣

的社会活动。 

第三，增加对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农村老年人创造更多社会参与的机会，尤其是家庭以外的个人生活领域的参

与机会。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参与机会远少于城市，而农村老年人的抑郁情况却可以由个人中心的社会参与模

式得到显著改善。因此应当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多元的社会参与渠道。一方面，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村委会的场

地提供体育锻炼器材，同时发动村干部组织广场舞等活动，带动农村老人积极参与；另一方面，鼓励社会组织进入乡村，为有意

愿参加学习和培训的农村老人提供相应老年课程和志愿服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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